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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大國競爭備便訓練革命

聯戰部隊要學習越戰後的第一次

訓練革命及911事件後的調整，以

進行新時代訓練革命，規劃全領

域的實兵對抗操演，備便於大國

競爭與衝突中大顯身手。

(Source: USN/ Brandon Richar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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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東地區進行了20年的

反叛亂(Counte rin su r-

gency)作戰及國家建設之後，美

國試圖重新取得在面對大國競

爭對手(中共與俄羅斯)時的戰

略優勢。兩個潛在對手於 2001

年9月11日攻擊事件後開始軍事

現代化運動，讓彌補如此戰略

差距，在正常情況下愈形困難，

而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對美國

及國際社會之醫療、經濟、社會

和「心理」福祉所具之破壞性影

響，更加使其成為艱鉅任務，同

時降低美國能夠由這個地緣戰

略難題脫身的可能性。1

因此，聯戰部隊並非依據橫

跨多領域─陸上、海上、空中、

太空及網路─在數量及技術

優勢的「勝利理論」，而是須確

保能在人力資源方面創造並且

維持不對稱優勢，俾利在各層

級競爭中，獲得比中共或俄羅

斯更強的軍事反應能力。實現

此目標的途徑是五角大廈投資

新訓練革命，將新技術巧妙整

合進聯戰部隊，使其作戰反應

遠超過擁有類似技術的對手，

讓這支部隊在競爭時具有可信

的嚇阻力，即便嚇阻失敗，還是

能備便在衝突時擊敗對手。

美國可以從軍事史及自身戰

前與戰後經驗中調適學習，讓

這項任務不那麼令人畏懼。莫

瑞(Williamson Murray)與米勒

(Alan Millet)在其有關軍事革新

的經典作品中，描述在兩次世

界大戰期間處於物質劣勢的德

國，如何能將無線電、飛機及戰

車整合入閃擊戰(Blitzkrieg)中。

但若沒有1920年代的師級對抗

2019年3月13日，在內華達州奈里斯

(Nellis)空軍基地，第57彈藥中隊的

士兵為BDU-50惰性炸彈的BSU-33

錐形尾翼組件固定門蓋。

(Source: USAF/Perry A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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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此種轉變不夠完整，這些

演習教會德軍指揮官如何最佳

整合上述能力，藉由運用快速

機動來彌補不連貫(即非線性)

的前線及曝露在外的側翼。2

越戰後，美國的傳統作戰能

力和蘇聯相比嚴重不足─這

種不對等是無法藉由試圖部署

數量更多或性能更優的武器系

統就能解決。相反的，這需要一

種新作戰方式，關注現有軍事

問題特徵，利用過去聯合兵種

的經驗教訓，並且將新興技術

的潛力發揮至極限。然而，若非

透過惟有通過革新和嚴格訓練

才能達到的戰備等級，那麼在

1980年代初期的現代化「空地

作戰」(AirLand Battle)部隊將

會變得與其所取代的部隊般空

洞。因此，要改造出一支能夠採

用空地作戰理論作戰的部隊，

就需要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莫哈

瓦(Mojave)沙漠建立「美國陸軍

國家訓練中心」(Army National 

Training Center)。3 此項被「國

防科學委員會」(Defense Sci-

ence Board, DSB)視為「第一次

美軍持續汲取過往聯合兵種經驗教訓，透過訓練革命提升戰備等級，以因應未來之大國競爭。圖為2019年9月18日，

美國駐歐洲暨非洲海軍部隊前司令法戈(James Foggo III)上將向所屬分享相關經驗教訓。(Source: USN/ Trey Fow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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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革命」，在和平時期為準備未來衝突所做的

投資，不僅有助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在冷

戰時期保持可靠的傳統嚇阻力量，同時為第一次

波灣戰爭開啟勝利之路。4

在後911時代發生類似但背景不同的軍隊調適

問題，美軍在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並且取得初步

成功後，發現其組織、概念及訓練的主要方向，並

不適合應付當地複雜的長期叛亂行動。這兩場衝

突的性質，主要是與經常在城市地區的非國家行

為者交戰，因而需要提高小單位層級(火力小組、

班和排)的戰術熟練度，而不像空地作戰把重點

放在大編隊上。

美陸軍斯蓋爾斯(Robert Scales)備役少將是 

911事件後訓練調整的主要支持者，他觀察到戰

爭特徵不斷變化，需要一種新式訓練方法，以確

保低階領導幹部能更有效對付不確定性、快速決

策、維持部隊凝聚力並且適應日益複雜的安全環

境。根據斯蓋爾斯少將的說法，聯合作戰與其他

軍事單位的參與者是：

愈加頻繁應用在較低層級，以至於先前被認為

是高級指揮官權限的功能，正在由階級與經驗

都低上許多的戰鬥領導人承擔。今日的挑戰是

要創造第二次訓練與教育革命，讓我們的軍隊

領導人在這個新戰爭時代備便作戰。5

斯蓋爾斯少將認為將各軍種重點放在學習具

有重大意義，足以稱之為「第二次學習革命」(第

一次是在越戰之後)。因此，他概述九項倡議，幫

助美軍創建學習型組織─而這些倡議仍尚未完

全實施。儘管如此，在尋求能更有效與中共及俄

羅斯競爭的過程中，美國發現自己再次位於轉折

點上。6 這兩國持續在衝突門檻之下巧妙運作，利

用假資訊，並且借重非動能效應來破壞國際行為

規範，以支持其狹隘的國家利益。7 因此，「新時

代訓練革命」對於確保聯戰部隊備便迎接21世紀

安全環境的嶄新需求至關緊要。

第一次訓練革命
在三種催化劑作用下，推動第一次訓練革命：

越戰的結束、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及華沙公約組織對北約日增之威脅。要能充

分理解美國為何要從基礎上重組其訓練方法、流

程及基礎設施，則瞭解如何結合這三個事件相當

重要。

越戰與空戰成績。在對抗北越的空戰中，美軍

並沒有具備如往常衝突般的空中優勢，從歷史上

看，美國向來享有大於10：1的交換比，而對北越

這個比例則是接近2：1。8 1968年，海軍軍令部長

指示奧爾特(Frank W. Ault)上校調查如此令人失

望的成績，除了某些美國戰機所存在之技術缺點

外，該報告還強調，美國飛行員缺乏必要空戰技

巧，來對抗北越使用的蘇聯米格戰機。奧爾特的

結論是，缺乏實戰訓練及交戰機會太少，是空戰

成績不佳的主要原因。9

先前研究更強化奧爾特的發現，飛行員的表現

在接戰10次後大大改善。10 理想情況下，這10次

接戰要在海軍飛行員投入戰鬥前在有壓力的訓

練環境中進行，因此，與其在現有設施上增加飛

行員現行的訓練，奧爾特建議新成立專門為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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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評估量身設計之空戰機動

訓場，才能對飛行員表現嚴格

進行考核。11 目標是在安全但具

挑戰的訓練環境中，為新飛行

員提供首發一系列達10次或更

多次的接戰。與假想敵機在儀

器訓場上進行真正的實兵對抗

訓練，讓飛行員能夠從錯誤中

學習。在奧爾特報告公布三個

月後，美海軍在加州米拉瑪市

(Miramar)成立「高級戰鬥機武

器學校」(Post-Graduate Fighter 

Weapons School)或稱「捍衛戰

士」(TOPGUN)，並開始從艦隊

中重新指派最優秀的飛行員，

來教授新進飛行員改進後的射

擊與空戰技能。

捍衛戰士的訓練成果幾乎立

即浮現：海軍飛行員交換比，在

第一年內從大約2：1上升到超

過12：1(明顯優於空軍飛行員成

績，因為他們還沒有從空軍在

奈里斯基地進行的實兵對抗訓

練中充分獲益)，海軍自此確認

捍衛戰士在軍種中具有其存在

價值，進而持續支持此計畫，以

訓練自越戰結束以來的每一代

飛行員。

空軍在對抗北越的硬仗中所

學會的經驗教訓，及其隨後所

進行的調適並未大幅落後海

軍，被稱為槍煙(Gunsmoke)及

威廉泰爾(William Tell，譯註：

傳說中的中世紀瑞士英雄神射

手)的年度射擊比賽，讓飛行員

能精進最早追溯到1940年代

後期的空對地及空對空射擊

技能，但這兩項競賽都沒有對

抗紅軍對手的複雜空戰機動訓

練，12 這在1975年11月有所變

化，在奈里斯基地舉行第一次

紅旗演習。13

1973年贖罪日戰爭。這場戰

爭讓美陸軍和空軍的領導階層

聚焦在現代戰場上增長的殺傷

力，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可獲得

先進武器並可有效運用它們的

驚人能力上。14 與1967年以阿戰

爭時以色列人輕鬆單方面取勝

不一樣，以色列國防軍發現自己

在這場戰爭伊始，無法動用空

中力量來支援地面部隊，因為

埃及擁有先進防空武力，此外，

以色列的戰甲車行動，證明其

極易遭受埃及和敘利亞所部署

的反戰車飛彈攻擊。15 聯合兵種

作戰所造成的戰損程度更令人

震驚：在戰爭初期，以色列報告

指出損失500多輛戰車，16 至戰

爭結束時，雙方的戰甲車與火

砲損失則超過美軍在歐洲部署

的總量。17

贖罪日戰爭的影響對五角大

廈計畫官員而言記憶猶新，他

們試圖將美軍由歷經十年的越

南反叛亂作戰中重新確定方

向，來更有效應對華沙公約組

織所形成的威脅─其裝備與

戰術在1973年的戰爭中或多或

少都有所表現。就部隊組成以

及作戰載臺數量相較，都對蘇

聯非常有利，美軍由於無法與

莫斯科軍力相匹敵，而且不確

定其科技優勢，當然就轉向他

處來解決其作戰困境。

迪普義—斯塔里改革。迪普

義(William DePuy)上將是新

成立的美陸軍「訓練暨準則司

令部」(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TRADOC)首任司令，

他擔任美陸軍越戰後訓練改革

工作的中心。迪普義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韓戰以及越戰的戰

鬥經驗讓他確信，陸軍須改變

訓練，始能因應新的蘇聯威脅。

從歷史上來看，陸軍在戰爭開

始後就依賴全國動員─該項制

度著重在儘快讓大量新兵完成

基礎訓練，然後可以將其派赴

海外，以增援前進部署部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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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訓練的衡量標準是所其所

耗費的工時，而非單兵與其所

屬單位可達之熟練程度，結果

是訓練不足的官兵及部隊在準

備不足的狀況下派赴戰鬥，因

此，在最初數週至數月的戰鬥

中傷亡慘重。迪普義在二戰中

曾親身經歷過這種慘況，當時

他所屬的師在諾曼第的頭兩個

月戰鬥中遭遇大量傷亡。18 迪普

義深受陸軍承平時期受訓時所

須改革的影響，以便在派赴參戰

「之前」，就培養出完成戰備的

官兵及部隊，這將使其能贏得

早期戰鬥，並且在理想情況下

避免進行長期消耗戰。19

迪普義還體認到1973年贖

罪日戰爭所產生的省思，他認

為這是美蘇未來可能開戰的序

幕。在迪普義看來，1973年的

戰爭揭示美國武裝部隊的主要

作戰差距與縫隙，如果美國要

與華沙公約組織作戰並取勝，

就須彌補或消除這些差距與縫

隙。他的補救辦法是在歐洲以

空間換取時間，俾利美軍動員

並且橫跨大西洋部署，迪普義

稱其作戰概念為「積極防禦」

(Active Defense)。

然而，積極防禦作為學說的

存在時間相對較短，因為它在

北約盟邦間並不受歡迎，他們

認為美軍向西移往英吉利海

峽，就是在退讓領土，最終，積

極防禦證明並不可行。然而，迪

普義在訓練暨準則司令部的繼

任者斯塔里(Don Starry)上將繼

續發展作戰概念，將陸軍的努

力，集中在截擊及摧毀蘇聯的

第二梯隊上，這種方法更受北

約歡迎，同時利用科技與固有

的攻勢軍事文化。

改變並非迅速、更不容易，

從積極防禦到空地作戰學說的

演變共耗費了十年，而撰擬概

念與將其編成準則反復教導整

個部隊則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挑

戰，其中橋樑是一套新訓練系

統。這始於訓練暨準則司令部

發展新的訓練標準，稱為「陸軍

訓練評估計畫」(Army Training 

Evaluation Program, ARTEP)，

列舉出陸軍部隊必須熟練的戰

鬥技巧及任務，且須符合嚴格

條件及標準。20 陸軍訓練評估計

畫將績效訓練引入整個陸軍，

並促進推展實兵對抗訓練。

參考海軍「捍衛戰士」的劇

2017年8月31日，美空軍 B-1B 槍騎兵轟炸機及陸戰隊 F-35B 閃電二式戰鬥機

在韓國弼成(Pilsung)靶場實施炸射，練習對地攻擊能力。
(Source: Republic of Korea Air Force)

(Source: USAF/ Lockheed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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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陸軍很快瞭解到其需要一個「可以模擬完

整戰鬥環境以訓練重裝營級特遣部隊的訓練設

施」，具有「逼真機動場地、營實彈射擊靶場、一

支模擬蘇聯摩托化步兵團的敵軍部隊、不受限制

的空域、全套核生化作戰場景，以及整合的火砲、

攻擊直升機及空軍空中密接支援」。21 如此願景

最終在厄溫堡(Fort Irwin)實現，並實體化為「國

家訓練中心」(National Training Center, NTC)，具

備雷射計分系統、充裕的機動空間可供旅級單位

進行實兵對抗操演，並且靠近奈里斯空軍基地，

進而能在所有訓練進程中整合攻擊與防禦空中支

援。一支受過蘇聯機動戰術訓練的專屬假想敵部

隊也成為國家訓練中心的固定班底。22    

為能旗開得勝，在國家訓練中心進行將近十年

訓練後美陸軍部隊開赴伊拉克作戰，並且在該處

採用空地作戰準則，大勝一個看似不甚入流的敵

人。儘管如此，第一次訓練革命協助陸軍轉變成

一支能夠進行高強度聯合兵種作戰的現代化部

隊，以對抗更強大、更老練的對手。此次革命不僅

讓美軍達到前所未見的戰備狀態，同時增強嚇阻

力度，表明一旦蘇聯誤判情勢並攻擊盟國，戰備

可靠的部隊就已準備好保衛歐洲。

美陸軍部隊長期透過勤訓精練達到高戰備狀態，已轉變為一支能夠進行高強度作戰的現代化勁旅。

(Source: US Army/ Austin Anyze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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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訓練：戰爭中調適
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 OIF)

最初計畫是想在擊敗海珊(Saddam Hussein)軍隊

後，迅速將美國維安責任移交給伊拉克軍隊。23 

毫無疑問，此計畫反映在部隊部署前訓練中，例

如，第82空降師第2旅先遣部隊在國家訓練中心

接受訓練，即經過一整套作戰能力認證，但反叛

亂並不在其中。24

但在2003年4月，當伊拉克傳統軍隊崩潰後，美

軍所面臨的卻是反叛亂作戰。美國與聯軍以及伊

拉克基礎設施遭攻擊次數不斷增加，直到2004年

中，叛亂分子的襲擊次數已超過1萬3,000次，其

中許多使用應急爆炸裝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25 同年夏天，叛亂分子的攻擊轉

向伊拉克一般民眾，而兵力分散的美軍及尚未成

熟的伊拉克安全機構，則對此情況準備不足而難

以應付，平民死亡率攀升，到了2006年甚至已接

近2003年3至4月主要作戰行動期間的程度。26 由

於美國及伊拉克軍隊無法提供必要政府服務與

基本安全，嚴重破壞民眾對伊拉克新政府與聯

軍支持，而導致叛亂分子的攻擊都集中在城市地

區，更挑戰聯軍在拉馬迪(Ramadi)、費盧傑(Fallu-

jah)、摩蘇爾(Mosul)以及最重要的巴格達(Bagh-

dad)等城市的控制。27

2003年在主要作戰行動仍如火如荼進行時，

美國最高階地面指揮官華勒斯(William Wallace)

中將表示，「我們正在應對的敵人與在戰爭模擬

訓練中所對付的敵人不同」。28 同年，美國中央司

2013年2月13日，在加州29棕櫚村，陸戰隊員在接受「聯合反應急威脅署」(Joint Improvised-Threat Defeat Agency)的

爆炸物訓練時，利用竹桿鐮刀伸出搜索緊急爆炸裝置。(Source: USMC/William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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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部 (U.S. Central Command, 

USCENTCOM)司令阿比扎伊德

(John Abizaid)上將，要求國防

部啟動「類曼哈頓計畫」，以解

決日益嚴重的應急爆炸裝置問

題。此要求促使陸軍創建一系

列組織，最終在2006年2月(巴

格達被攻占34個月後)演變為

「聯合反應急爆炸裝置組織」

(Joint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Defeat Organization , 

JIEDDO)。29

國防科學委員會將其在2004

年夏季研究的重點放在伊拉

克與阿富汗進行中的反叛亂行

動，因而形成的諸多挑戰上，

命題為「敵意的轉變」(Transi-

tions to and from Hostilities)，

在 2004年8月31日提交給國防

部長的研究成果中，建議陸軍

和陸戰隊將維穩及重建能力納

入首要訓練項目。30 儘管如此，

美國在伊拉克的傷亡人數仍持

續增加，到了 2006年，伊拉克

的局勢已達到危機程度，時任

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

feld)表示「依我看來，現在是進

行重大調整的時刻，很顯然美

軍目前在伊拉克所做的工作並

不夠好或不夠快」。31

執行變革。在伊拉克情況惡

化的同時，國家訓練中心更調

整訓練途徑與方法。2004年

底，聚焦在核心作戰能力較偏

傳統的作戰想定─稱作決戰行

動想定─已由任務預演想定所

取代，讓部隊備便即將到來的

部署。國家訓練中心人員藉由

與戰區部隊保持聯繫(許多以前

曾輪調至國家訓練中心任職)、

瀏覽包括反叛亂/維穩行動的國

防部網站，以及派遣人員到戰

區蒐集經驗教訓，以確保訓練

想定符合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的

作戰實況。32

國家訓練中心的實體與人力

基礎設施因訓練想定不同而改

變。雖然在自由伊拉克作戰前，

國家訓練中心已有四個小型城

市建築群，到了2006年，數量

已經增加到13個，每個村莊/城

鎮都有25至250位說阿拉伯語

的訓練員；每次輪替的訓練員

總數可能達到1,600人(其中250

名是伊拉克裔美國人，經常扮

演伊拉克警察的角色)。還建造

了七個洞穴訓練場、五個前進

作戰基地及一個山區據點。前

進作戰基地中則設置拘留所，

需要警衛哨全天候看守，並定

期會遭受模擬迫砲及火箭的攻

擊。為確保國家訓練中心的訓

練人員(稱為觀察員/控制員)維

持在最高水準，有大量伊拉克

與阿富汗戰場的老兵受召擔任

關鍵職務。時至2006年，國家

國家訓練中心曾為因應中東戰況，長期持續調整美軍訓練模式和任務預演

想定，以確保訓練內容符合境外作戰實況。(Source: USAF/ Francisco V. Gove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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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中心內有八成訓練員職務都是由曾參與這兩

場戰役的老兵擔任。33

文化體認訓練也是國家訓練中心的主要訓練

組成部分。學員須因應英語及阿拉伯語的新聞界

人士(有時由新聞專業的學生扮演)、受到化學污

染的城市地區以及如何最佳謹慎使用指揮官緊

急應變計畫基金。34

國家訓練中心更建立多個合作夥伴關係來精

進訓練與戰備整備，國家訓練中心與國防先進研

究計畫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合作開發軟體，來提高場景中資

訊傳播的真實感。該局還協助使用採自伊拉克的

建材，來建構仿真實體建築。

國家訓練中心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是聯合

反應急爆炸裝置組織，2006年，時任指揮官康恩

(Robert Cone)准將指出，國家訓練中心成為聯合

反應急爆炸裝置組織的卓越中心(CoE)，因其輪

訓單位透過國家訓練中心獲得最新反應急爆炸

裝置戰術以及技術。同年，國家訓練中心因為協

助陸軍部隊精熟於必要之反叛亂及反應急爆炸

裝置任務以及聯合城市作戰，而通過美國聯戰部

隊司令部的「有條件認證」。35

國家訓練中心的訓練轉型要比國防部與陸軍

全面政策改變來得更早。國防部分別在2005年

及2008年底發布有關維穩作戰以及非傳統戰爭

的新指導。36 陸軍則於2006年底發布關於反叛亂

作戰新版野戰手冊(FM 3-24)，並在2008年底發

布新版整體訓練手冊。37 這些政策與手冊反映出

國防部和陸軍刻正爭論中許多早期有關反叛亂

及維穩作戰的觀念。此外，由伊拉克與阿富汗以

及國家訓練中心汲取的經驗教訓，提供構成這些

出版品大部分戰術和行動要點，而重要的是，國

家訓練中心並沒有在等到這些出版品發布後，才

開始調整訓練課程。康恩准將在2004至2007年

期間提供指揮官具遠見且穩定領導，這些訓練改

革制度化的作為深值讚許，而他的領導更讓這次 

911事件後的調適得以成功。38

結果。NTC的新調適方法在國防部各機構中廣

受歡迎，2006年3月，國防科學委員會的一份報告

稱，對陸軍與陸戰隊主要訓練中心的變化「特遣

部隊成員普遍感到印象深刻」。此外，陸軍參謀

長凱西(George Casey)上將起初很擔心部署前訓

練的品質，但在他考察過陸軍主要訓練中心的訓

練後，這些擔憂都得到緩解。

任何時代的訓練方式都不能一成不變，否則

就跟不上現代戰爭的變化特性。2010年，陸軍高

級軍事學院的一篇論文指出，指揮官犧牲高科技

傳統戰爭訓練，挪出時間予反叛亂及維穩作戰訓

練。這種機會成本是陸軍有意為之，因為陸軍認

知到要在伊拉克及阿富汗獲致成功，需要指揮官

接受風險，並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專注於當前戰

鬥。39

新時代訓練革命
越戰後的訓練革命及911事件後的訓練調整相

同，美國在2020年須再次調整其訓練方法，重新

學習如何在大型戰爭中競爭及嚇阻─並在必要

時─在大型戰爭中成功對抗大國。然而，新冠肺

炎流行全球，加上帶來的預期財政影響，意味美

軍應努力利用其在人才方面的競爭優勢，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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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共及俄羅斯質的優勢，而非僅僅尋求昂貴、

趕在前頭且最進步的科技。由於其他全球經濟體

崛起，協助緩解新冠肺炎對美國社會造成之不利

影響，幾乎創下美國的赤字支出紀錄，甚至可能

使美國國防預算持平或縮減，這都需要(與盟邦

與夥伴國相互呼應)聯戰部隊開展創新及嚴格的

訓練與實驗行動，俾利進行大規模聯合/聯盟全

領域作戰。40

如同首次訓練革命和911事件後訓練調整，均接

受官方準則指導，而概述空地作戰和反叛亂行動

等原則，須經聯合參謀部審認的全領域作戰準則

正在編寫中。但是，還有另外兩本非機密政府出版

品可當作替代品，迅速開展新時代訓練革命。

第一份出版品是2012年《聯合作戰最高作戰

指導構想》 (Capstone Concept of Joint Opera-

tions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確認加強跨域協

同，是聯戰部隊能夠成功開展全球整體化作戰的

八個關鍵要素之一。41 聯合作戰最高作戰指導構

想中明確指出：

互補的缺點在僅以附加運用方式，將跨領域戰

力進行「必要的」時間與空間協同……未來，新

興能力及準則，將使跨域協同有可能運用在較

低層級部隊上。因此，未來的聯戰部隊將能夠利

用某領域中即便極小優勢，也能創造或增加其

他領域的優勢，並結合這些相互強化的特點，直

到擊潰敵人。42

第二份出版品是2018年《國家軍事戰略》(Na-

tional Military Strategy)，其中指出：

不論處在哪一個時代，訓練方式均不能一成不變，才能跟上現代戰爭的特性與變化。圖為美海軍所屬官兵於海上訓練

情形。(Source: USN/ Anaid Banuelos Rodrigu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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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獲得勝過競爭對手與敵

人的軍事優勢，國家軍事戰略

引入聯戰聯合兵種的概念，

定義為藉由整合全領域聯合

作戰能力的作戰藝術行為。聯

戰部隊及其領導者必須如同

在地面、海上或空中等其他傳

統領域一樣，輕鬆自在於太空

或網路空間中作戰。43

無論聯合參謀部和各獨立軍

種採用何種術語(「聯戰聯合兵

種」、「多重領域」或「全領域作

戰」)兩份文件所傳達的基本觀

念都是聯戰部隊必須能夠勝任

在所有五個領域作戰，包括在

各層級戰爭中提供即時的太空

及網路效能。先不論其複雜性，

這既不是傳統聯合兵種，也並

非簡單的「新瓶裝舊酒」，44 這

是一種21世紀戰爭在基本上全

然不同的觀點─有可能超越

空地作戰並成為轉型戰爭─

因為各軍種單位將互相依賴以

支持聯戰部隊指揮官，而指揮

官則須整合各參與部隊來完成

以下作戰任務：

●	將感測器與橫跨不同領域

及軍種部隊的射擊武器，透

過無感知方式連接。

●	整合非動能(特別是網路與

太空)與動能火力。

●	在極度受限與競爭的安全環

境下進行分散式指揮管制。

●	將自主與無人載具有效整

合到聯戰部隊。

●	利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來

加速決策。

●	讓聯戰部隊能夠突穿美國

對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防

禦，且仍可有效運作。

●	競爭時運用國家力量所有要

素，使美國對手可能使用武

力的代價高昂，且無從採行

政治手法。

革命萬歲
實施新時代訓練革命，讓聯

戰部隊在執行本文所述的全領

域任務時，能夠達到無人能及

的熟練程度，實非易事。這將需

要大幅超越現有軍種層級聯合

兵種訓練，以及年度現行聯合

演習─多半類似貴賓展示與校

閱─而採用競爭性實兵對抗

行動，由敵對的紅藍軍，在橫跨

陸、海、空、太空及網路各領域

相互對抗。這些模擬戰爭應該

給予嚴格評量及評分，讓在全

領域作戰中表現出色的領導者

可以比同輩更快晉任。雖然美

國與盟邦主要的冷戰時期訓練

演習，已替理解這種方法的潛

在價值提供有用的歷史背景，

但全新思維需要被應用在五個

地方，始能達到或超越第一次

訓練革命所帶來的成功結果。45 

第一，聯戰部隊必須利用模

擬技術，讓聯合作戰能力可更

積極整合模擬/虛擬全領域作

戰行動(想像一個「永無止境」

對抗同級對手的特設戰區級戰

役)，使編隊「可以無須」離開駐

地，或當其在美國境內執行例

行訓練任務時仍可賡續進行。

現有技術允許地面、海上、航

空、太空及網路設備執行模擬

/虛擬任務情景─全部連接至

聯合通訊網路(訓練或真實世

界)，接受實際或角色扮演之聯

戰部隊指揮官指揮。然而，這種

架構大多仍是新技術，需要延

伸至超出第五代戰機與海軍水

面艦以外，以涵蓋聯戰部隊的

其他部分，以及關鍵情報單位、

聯合火力歷程以及聯戰與聯盟

「擊殺鏈」中的其他推動者。

第二，與同級對手發生的任

何衝突，都需要在受限與競爭

的通訊環境中廣泛使用非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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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這意味聯戰部隊將須透過高度分散的決

策過程，來進行分布式/分散式作戰。因此，戰術

指揮官將需要權力及手段，而無須向上級申請許

可，即可在其戰鬥空間內提供太空、電磁及網路

頻譜效果。因此，作戰當局授權允許創造這些(模

擬或真實的)非動能效應，必須成為新時代訓練

革命系統架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三，需要建立一支世界級敵軍(紅軍部隊)，其

規模與戰力要遠遠超過陸軍作戰訓練中心現有

常駐紅軍部隊的規模和能力，俾利在所有領域中

挑戰聯戰部隊。這可能需要分布式「人在迴路」 

(Human-in-the-Loop)模擬、移動型及調適型威脅

模擬器、截取領導決策反饋的儀表系統，以及單

位執行等方面之技術革命。這種全領域敵軍部隊

的規模與複雜度所費不貲，想要加以實現，就需

要國防部挹注大量投資。

第四，必須在每個聯合訓練活動中刻意塑造更

寬廣的實驗空間，以便對新興概念─甚至比技

術能力更重要─來進行作戰檢驗，確認其是否

有助聯戰部隊成功，而每個訓練活動及操演項目

聯戰部隊指揮官應指導所屬參謀運用網路與通信，模擬全領域作戰行動任務執行場景進行訓練。

(Source: USN/ Danny Ke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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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應該專門用來測試概念、技術或人員感知的界

限。這些資訊應加以記錄並列入持續學習活動中

─對於執行訓練的聯戰部隊及所屬單位而言，

這應該與現今國防部用來評估領導績效與戰備

水準的任何其他指標一樣重要。 

第五，與同級對手發生的任何衝突，都將需要

美國與其盟邦及夥伴國有效作戰，因此，平時增

加與盟邦及夥伴國的演習及行動頻率、複雜度和

期程，將成為新時代訓練革命不可或缺的特性。

美國印太司令部位處該地區領先地位，致力將其

大批不同炸射訓場及軍種控制訓練區，轉變成具

有網路鏈結、最先進及儀器的全領域訓練綜合

體，將具有大規模吸收聯戰與聯盟部隊的能量，

此訓練綜合體將可針對從阿拉斯加到夏威夷、中

太平洋到東北亞以及澳大利亞所發生的全球衝

突，進行同步訓練。

增加友邦及夥伴國的演習次數、複雜度與期程，將成為新時代訓練革命中不可或缺的特性。圖為2018年7月25日，美

軍官兵於「2018環太平洋」(RIMPAC 2018)演習與參演國官兵於皇家澳大利亞海軍阿德雷德號(HMAS Adelaide)艦上合

影。(Source: USN/ Kelsey J. Hocken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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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無論文章如何出色或多具有

見地，閃擊戰及空地作戰等新

興作戰概念的有效性，卻是無

法以官方手冊中所律定。相反

的，官兵與部隊必須在和平時

期的反覆實驗與演習中對這些

概念進行壓力測試，找出其自

身優缺點，以及部隊在企圖熟

悉新作戰方法初期的拙劣之

處。這股精神就是在過去，且仍

然是海軍支持捍衛戰士、陸軍

要在國家訓練中心建立世界級

對抗部隊(OPFOR)、空軍創建紅

旗演習以及國防部各單位建立

電子戰、網路作戰以及其他作

戰功能等卓越中心的憑依。但

是，將這些不同的中心連接到

單一網路，在相同作戰場景下由

聯戰/聯盟指揮官指揮作戰，而

其總部也正在接受測試，都不

過是尚未實現的可能選項罷了。

在許多情況下，美軍渴望擁抱

新時代訓練革命或僅是名義上

如此─同時繼續堅持過時的

訓練方法，在準備與較弱的對

手作戰時這或許已足夠，但卻

不適合大國競爭與衝突。46

如果美軍及其盟邦/夥伴國希

望受到企圖破壞和控制國際體

系之修正主義勢力所正視，就

必須改變這種情況。新時代訓

練革命必須累積在越戰和911

攻擊事件後許多有效作法，來

提高小型步兵單位作戰效能。

但是其後之訓練軌跡必須超越

部落爭戰、駐守車輛檢查站及

對抗應急爆炸裝置，成為戰區

級戰爭更廣泛與整合之聯戰/聯

盟戰役的一部分。參謀首長聯

席會議主席在2018年國家軍事

戰略中承認，唯一可以實現此

目標的方法就是：「備便聯戰部

隊可供運用，演習可建立以聯

戰聯合兵種途徑，進行全球戰

役所需的戰備、互通性及相互

信任」。47 那些演習對於建立盟

邦、夥伴國與跨部門夥伴間的

互通性、關係及能力等至關重

要，並且讓部隊與領導人在有

需要時能夠「越級挑戰」，演習

還可促進近程實驗，以快速結

合那些可提升競爭優勢的創新

理念及突破技術。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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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2日，在國家訓練中心進行19-09期輪訓的第30裝甲旅級戰鬥部隊第

252裝甲團第1營官兵在遭受化學攻擊後，移動至莫哈瓦沙漠的安全處所。
(Source: North Carolina National Guard/Leticia Sam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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